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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民俗分类法和动物考古研究

摘 要 ：古代的动物民俗分类法与人类的生计活动 、社会文化息息相关 ，既是动物知识的抽象总结 ，也体现

在实际行动中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动物考古利用科学分类法对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鉴定 ，常常将鉴定结果

直接代入到古人的分类中 ，却鲜少质疑两者是否契合 。 本文通过对比科学分类法和民俗分类法的不同 ，认为科

学分类法并不能如实反映古代的动物民俗分类 。研究古代的动物民俗分类要求我们跳出已有的研究思路 、进一

步结合遗址中的相关背景 、并使用多种研究手段来解读考古材料 ，以此实现从主位视角再现过去社会中人与动

物的相互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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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ifications of animals in past societies were deeply embedded in their subsistence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On
one hand, folk animal categories reflected humans’ perceptions of animals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guided people’s ex-
ploitation and treatment of animals, thus leaving tangibl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Scientific taxonomy is employed to identify faunal
remains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Nonetheless it runs the risk of projecting modern cultural values onto ancient minds. Therefore,
we advocate to get rid of archaeologists’ preexisting 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 and integrate ‘contextual information’ from vari-
ous methods so as to approach the ancient folk classification of animals from an emic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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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介绍

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无序性和多样性 。 对事

物分门别类是我们认识世界及自身与这个世界关系

的重要途径 。 分类 ，简而言之 ，就是将纷繁复杂的事

物纳入有序可循的系统之中 。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对

事物进行分类 ，从超市货架的安置 ，到宇宙物质的区

分 ， 人类调动着自己的观察力和组织力将无序的世

界纳入自己的认知体系之中 ， 以期进行充分合理的

运用 。考古研究同样少不了分类 ，从甄选有考古信息

的遗物遗存到对陶器的分型分式 ， 这些都是不同分

类方法的体现 。

笼统地讲 ，分类可以分为科学的和民俗的两类 。

民俗分类法 （folk taxonomy），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

们对事物的习惯性分类 。 这类分类法通常根据事物

的相似性，将其编排进有包含关系的层级系统之中①。

区别于科学分类法 （scientific taxonomy）的客观性和

普适性 ，民俗分类法不否认其与社会背景 、文化习俗

和特定人群的紧密关系 ， 并承认分类的主观性和多

样性②。 番茄是水果还是蔬菜 ，便是诠释民俗分类法

多样性的直观例子之一 。

动物的民俗分类法也多种多样 。 例如 ，招人怜爱

的宠物 ‘荷兰猪 ’ 并非猪 , 而是在进化意义上与猪

（Sus sp.）相却甚远的豚鼠 （Cavia porcellus）。 鲸鱼尽

管在生物学意义上属于哺乳动物下的鲸目 （Cete-

cae），却通常被认为是海洋鱼类 ，在日本的鱼市场上

就有贩卖鲸鱼肉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从鲸鱼

的例子中 ， 我们还能看到动物的归类在很大方面决

定了人们对它们的处理方式 ： 鲸鱼并不作为哺乳动

物同牛羊一起出现在禽畜肉类市场 ， 反而作为鱼类

在鱼市场中和金枪鱼等其他鱼类一起销售 。 由此可

见 ，民俗分类法不仅仅只是抽象的知识 ，在人们日常

生活的种种行为中也都能有具体的体现 。 考古学的

研究对象是先民生产生活中留下的物质遗存 ， 动物

考古则关注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 。也就是说 ，我

们从动物遗存回溯到先民的行为活动 ， 再以行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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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特征推测其背后存在的民俗分类 ， 便能通过考

古研究管窥过去社会中和动物相关的民俗分类方法

了 。

本文将首先介绍民俗分类法和科学分类法的区

别 ， 以此为立足点 ， 简要评述民俗分类法的研究小

史 ， 旨在指出以科学分类法理解考古动物遗存种类

可能存在的盲点 ，最后 ，尝试提出古代动物分类研究

中可能展开的方向和可供实现的手段 。

二 ． 动物的科学分类法和民俗分类法

提及动物的民俗分类 ， 首先须和动物的科学分

类法作出区别 。

动物的科学分类法 （scientific taxonomy）或生物

分类法 （biological taxonomy） 泛指以林奈分类系统

（Linnaean taxonomy）为主体 ，同时反映生物 （包括灭

绝种和现生种 ）进化关系的分类体系③。 该系统以生

殖隔离和共同祖先为原则 ，划分出了界 、门 、纲 、目 、

科 、属 、种等多个层级来阐释生物类别的包含关系 。

每一个层级单元不能同时属于多个上级单元 ， 而一

个层级单元可以包含多个下级单元 。 一个物种不能

同时属于同一等级中的两个类别单元④。 以家猪为

例 ，在科学分类法中 ，它首先属于动物界 （Animalia）

中的脊索动物门 （Chordata），再归哺乳纲 （Mammali-

a），下属偶蹄目 （Artidactyla）中的猪科 （Suidae）猪属

（Sus）野猪种 （Sus scrofa），最后隶属于家猪亚种 （Sus

scrofa.domestica）。 通过这一系列有从属关系的排序 ，

科学分类法消除了物种归类中可能存在的模糊性 ，

提高了每个动物个体的可识别度以及识别的准确

度 。该分类方法现今被广泛用于生物学 、生态学等多

门学科 ，动物考古学正是其中之一 。

民俗分类法涵盖科学分类法以外的所有分类方

法 。相较科学分类法统一的生物进化原则 ，民俗分类

法在准确性和识别度上无法和科学分类法相比拟 。

同一个动物可以同时属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类别 。

另外 ，它的分类标准也是多样的 ，动物的不同特性 ，

如尺寸 、颜色 、栖息环境 ，皆能成为候选的标准 。 例

如 ，水族馆体现了以栖息环境为原则的分类法 。鱼类

（ 包 括 硬 骨 鱼 纲 Osteichthyes 和 软 骨 鱼 纲 Chon-

drichthyes）、鸟类 （鸟纲 Aves）诸如企鹅 、哺乳类 （哺乳

纲 Mammalia）诸如海豚和水獭 ，这些分别属于不同纲

（class）的动物都被统归为 “水族 ”，安置于水族馆中 。

这些都说明 ： 民俗分类法中的动物类别并不和生物

学意义上的物种一一对应 ，它是人们顺应不同环境 、

满足不同需求 ，在特定文化习俗下诞生的产物 ，具有

独特性和目的性的特点 。

中国古代的民俗分类也和当代的科学分类大相

径庭 。以成书于西汉的 《淮南子 》为例 ，动物按照覆盖

外皮的介质 ，分为鳞片类 、羽毛类 、裸类 （人类 ）、毛皮

类 、甲壳类 （表一 ）。 这五类动物又和特定的季节 、方

位 、五行及颜色相呼应 ，组成月令知识的一部分⑤。这

一分类显然不符合生物分类学的标准 ， 并且和时令

节气息息相关 ，表现了农耕社会特有的认知观念 。

必须指出的是 ， 科学分类法和民俗分类法是两

个相对的独立概念 。 当代学术研究对 “科学 ”的推崇

总让我们错觉地以为科学分类法比其他分类方法更

值得采信 ， 这种错觉不但源于主流研究方法论的导

向 （比如考古研究中对自然科学学科越来越鲜明的

技术性依赖 ），也同时受到研究者自身教育背景和意

识形态的影响 。然而 ，科学分类法并不比民俗分类法

来得更 “正确 ”。两者是独立的两个概念 ，各自服务于

不同的目的 、适用于不同的情况 。动物考古学采用科

学分类法对出土的样本进行辨认 ， 是将科学分类法

视为辅助研究的工具 ， 而不是默认它就是古代的动

物分类法 。古代的动物分类正是我们透过考古证据 、

借助考古方法 ，所竭力希望澄清的研究问题 。 正因如

此 ， 我们并不打算完全回避科学分类法在考古上的

应用 。恰恰相反 ，我们需要弄清科学分类法在动物考

古研究中的性质和功能 ， 并进一步考虑如何透过科

学分类法这一手段 ， 从而达到探索古代动物分类的

目的 。

三 ． 研究回顾：动物的民俗分类法

将民俗分类法纳入学术体系的研究发端于相当

晚近的二十世纪上半叶 。囿于分类法自身的多样性 ，

研究方法虽然不一而足 ， 大体上可归纳为人类学传

统和史学传统这两大类 。

民俗分类法 ，作为学术课题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新民族学 （New Ethnography）”兴起的背景下 ，首先

引起了美国人类学家的关注 。 以柏林 （Brent Berlin）

为首的一批人类学家 ， 受到语言学结构主义 （struc-

turalism）的影响 ，通过记录各地土著民族的动植物命

表一 《淮南子·时则训》中涉及的动物分类及其对应的五行月令

动物分类 季节 方位 五行 颜色

其虫鳞 春 东 木 青

其虫羽 夏 南 火 赤

其虫嬴 季夏 中 土 黄

其虫毛 秋 西 金 白

其虫介 冬 北 水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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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法 （nomenclature），并总结其中的规律来研究民俗

分类法的系统结构⑥⑦。 这一学派的人类学家声称 ，

动植物类别的命名体现了人类的认知模式 , 类别名

称的意义远大于动植物实体 。因此 ，这一学派被称为

人类学的形式主义学派 （formalist）。 形式主义学派在

考察了多个传统社会的民俗分类法之后 ，得出结论 ：

即使在不同的语言中 ， 分类体系的结构和分层级数

大体相同⑧。其中最有力的证据就是 ，无论族群 、文化

多么不同 ，和科学分类法的 “属 ”相对应的分类单元

在多个民俗分类法中都是最基本和普遍的存在⑨。换

言之 ， 人们对自然的分类方式具有普遍性 ， 社会文

化 、历史背景的不同对分类的基本法则影响甚微 。

形式主义学派的研究将语言和语言的使用背景

割裂开来 ，从而强调民俗分类法的跨文化性 ，这一脱

离背景的研究方法常常受到另一部分人类学家的批

评 。和形式主义学派相反 ，这些人类学家提倡将民俗

分类法还原到创造并使用它们的文化背景之中 ，以

此探索不同分类法之间的差异及其与当地文化传统

的联系 。 这类研究方法被称为社会建构主义 （social

constructivism）⑩。 他们一方面认可形式主义学派的部

分成果———承认民俗分类法基本法则的相似性———

，却在同时也强调研究不能止步于分类法的形式 ，而

应进一步关注分类的具体内容 ， 以此为切入点再探

讨不同分类法与其所处社会和文化的关系輥輯訛。英国人

类学家艾伦 （Roy Ellen） 对印度尼西亚努阿乌鲁

（Nuaulu） 土著民的民俗分类法研究輥輰訛是社会建构学

派的经典案例之一 。 他发现努阿乌鲁土著民将鹤鸵

（Casuariidae casuarius） 同时归入两个类别之中 ：首

先 ， 鹤鸵和鸟类 、 蝙蝠等有翅膀的动物一同归入

‘manue’类 ；而当它和社会生活发生联系时 （例如作

为仪式性猎物之时 ），鹤鸵便和猪 、鹿等动物一同归

入 ‘peni’类 。 对鹤鸵特有的分类方法仅仅适用于努

阿乌鲁社会 ，在其他文化中便失去了意义 。如不了解

努阿乌鲁族群特有的社会背景 ， 便无法理解努阿乌

鲁族群这一特有的分类方法 。

人类学传统的民俗分类法研究受到西方研究范

式的限定 ， 并未广泛地应用于中国的民俗分类法研

究之中 。针对中国民俗分类法的研究比较有限 ，而研

究兴趣也从当代转移到了古代 。

这类研究主要依据古代文献 ， 秉持史学研究的

传统 。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郭郛 、李约瑟等人的 《中

国古代动物学史 》一书輥輱訛。 其中涉及动物分类法的部

分 ， 既从宏观角度审视不同古籍记载中分类方法的

差异 ；同时 ，也兼顾考证辨识这些古代名称指代的具

体动物 。针对动物的古代名称 ，研究者还进一步从训

诂的角度分析了字 、词的组成和词源的流变 ，据此来

考察古人的动物学知识 。 动物分类法与古代思想的

关联也在书中略有提及 。 有关这方面更深入的探索

则在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之内 。 例如英国汉学家胡司

德 （Roel Sterckx），以中国春秋至汉代的思想为起点 ，

考察其中和动物分类相关的内容 。 他指出 ，动物在中

国古代思想当中作为社会和政治的隐喻已凌驾于其

作为生物学个体的性质 ， 动物知识的出发点无不和

古人的世界观 、政治观勾连在一起輥輲訛輥輳訛。

人类学的研究借助和研究群体的交流 ， 可以直

接地获取当地的民俗分类信息 。 我们不可能直接和

古人对话 ，因此 ，研究古代的民俗分类法就需要借助

历史研究的手段 。 古代文献毫无疑问成为了首选的

工具 。 但如何正确的认识文献的性质和价值值得我

们反思 。 首先 ，相较于动物实体 ，大部分古代文献更

关心如何正确的命名动物的类别 。 通过给予正确的

名字来使其符合世事运行的规律 ， 这就是孔子所提

倡的 “正名 ”輥輴訛。这些文献的本质是解释类别的名称而

非研究动物本身 ，换句话说 ，能够表达人们宇宙观的

动物名字远比动物自身更具有价值 。其次 ，文献的形

成过程是 “层累的 ”。 比如 《尔雅 》中 《释兽 》、《释鱼 》

等动物相关的知识就不是作者直接观察动物所获得

的记录 ，而是通过转引 、提取其先代或同时代文献中

的信息 ，整合而成 。 其在多大程度上忠实还原了当时

人们对动物分类的知识有待商榷 。 另外 ，我们还常常

误认为文献中记载的动物分类法就是当时社会上普

及的动物分类法 。 文献记录中的动物分类法仅仅是

文献编撰者认定的分类 ， 可能仅是当时社会上并存

的多个分类体系的其中之一而已 。 同一社会中的不

同群体也能施行不同的动物分类方法 。 文献编撰者

是古代社会中极少数拥有读写能力 、 并有机会接触

不同类型知识的特定群体 。 他们的动物分类知识受

到自身社会地位 、政治思想的影响 ，并不代表那些直

接和动物发生接触的人群 （比如农民或猎户 ）的普遍

认识 。

综上 ， 中国古代动物的分类研究和西方人类学

的研究相似 ， 在大方向上都遵循了共同的语言和独

特的背景这两条思路展开 。 如果轻率地将古籍中出

现的动物名称和现实中的物种直接划上等号 ， 不仅

忽略了中国古代动物知识偏解释学而非动物学 （zo-

ology）的本质 ，而且中国汉字的特殊结构也无法轻易

地嫁接到西方的语言 、语义分析 。 另一方面 ，如果古

代的动物分类只置于古代思想背景下进行讨论 ，那

么它仅是古代世界观和道德观的投影 ， 它在实际生

活中的应用则被忽略 。 这两种研究方法片面强调了

生

业

与

社

会

150- -



两个极端 ： 前者强调动物分类法是从实际观察中总

结出的经验型知识 ； 后者则全面否定了分类法的动

物学基础 ， 认为动物的分类是古代哲学思想的一部

分 。动物的分类法既和抽象的知识有关 ，同时也表现

在对动物的实际利用当中 。 以商代晚期描述动物的

卜辞为例 ，尽管它们描述了部分动物的颜色 、年龄等

生理特征 ，但这些绝不是出于系统分类的目的 ，而是

为了甄选合适的祭祀动物 ， 因为特定的祭祀需要求

牺牲的动物也具有相符合的象征意义 輥輵訛輥輶訛 。 由此可

见 ，动物分类也体现在实际行为当中 ，我们不能割裂

地理解它的这两重特性 。

四 ． 动物考古与古代民俗分类

动物的分类在物质文化上有所体现 。 以英国畜

牧业为例 ，奶牛按年龄阶段和繁殖能力进行分类 ，每

个类别都有相应的专业名称 ：如公牛 （bull），未产仔

的小牝牛 （heifer）， 多次产仔的母牛 （cow）， 牛犊

（calf）等 。 这些动物类别均有各自的名称 ，在牧场管

理上 ，也被分开圈养在不同的设施中 。 因此 ，在英国

大大小小的牧场上都可以观察到用来安置奶牛的不

同建筑 。不同的建筑对应了不同的牛群组别 ，动物的

分类法由此体现在了物质文化上 。换句话说 ，如果物

质文化能反映动物的分类形式 ， 那么研究物质文化

遗产的考古学就有了研究过去动物分类法的可能

性 。

想要通过考古手段研究古代动物分类法 ， 我们

首先需要重新审视目前动物考古中涉及的分类法 。

1.生物学分类法对动物考古的局限

动物考古研究的第一步是鉴定考古遗址中出土

的动物种属 。 动物骨骼样本通过和现生标本进行形

态学的比较 ，以确定其种属 ，然后按照国际命名法为

骨骼标本定名 。 这一国际惯用的分类法无疑提供了

统一的判断标准 ，使得跨遗址 、跨文化 、跨地域和跨

时间的比较成为可能 。然而 ，“种属 ”是现代生物学的

概念 。把 “种属 ”概念套用到古代动物分类上 ，是把我

们自身的意识形态强加到古人身上 。 每一个分类方

法都有各自不同的适用情境 ， 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

所有文化和社会的普世分类法 。

“科学的 ”生物学分类法在考古应用上并不存在

方法论的错误 ，其问题在于不能将 “种属 ”直接生搬

硬套到古代的动物分类 。在动物考古研究中 ，常见将

生物学意义上的 “种属 ”直接联系到古籍 、金文和甲

骨文中出现的动物的错误 。以鹿类动物为例 ，甲骨文

中出现的 “鹿 ” 被认为是梅花鹿 （Cervus nippon）;

而 “麑 ” 字 ，由于上部缺少鹿字的角 ，被认为是獐

（Hytropotes inermis） 或麂 （Muntiacus sp.） 等小型鹿

类 ；最后一个常见的字 “麋 ” 则和麋鹿 （Elaphure

davidianus）联系在一起輥輷訛。 梅花鹿 、麋鹿 、麂和獐都在

安阳殷墟遗址中有所发现輦輮訛，但这些动物是否和上述

文字一一对应值得探讨 。 鹿角不但在不同种类的鹿

之间存在区别 ，同种类的鹿也因性别和年龄而异 。 古

人或许认为它们是一种动物 ， 鹿角的有无揭示的是

同种鹿年龄或性别的不同 。也有可能按照体型区分 ，

仅仅分为大 、小两类 。更重要的是 ，没有证据表明鹿 、

麑 、 麋这三个字在分级的分类结构中表示三个同等

级的类别概念 ，而不是像在现代汉语中一样 ，“鹿 ”能

作为一个总括的概念涵盖其他两种动物 。另外 ，卜辞

文字使用的差异也会造成解读的误差 。 卜辞上的文

字字形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 。 同一个字的书写在不

同卜组和贞人间都存在少许差异 ， 时而多一笔时而

少一笔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鹿类的描述也可能如此 ，

具体选用哪个字的哪种字形视使用情况和人物而

定 。 结果 ，致使我们对动物分类的理解也不够准确 。

另一个生物学分类法对动物考古大有影响的误

导 ，在于人为地对立起 “家养动物 ”和 “野生动物 ”这

两个概念 。 动物的驯化是动物考古研究中的一大课

题 。 它标志着人类和动物关系的改变 ，对经济形式 、

社会进程等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 驯化往往被认作

是野生的反面 ， 无论是在骨骼分析所强调的形态差

异方面 ， 还是作为资源利用方式所凸显的技术革命

方面 ，皆是如此 。 随着研究的深入 ，我们却越来越认

识到 ，人和动物关系的多样性很难用野生 ／ 家养这一

两极分化的模式解释清楚 。相反 ，这一两极模式的树

立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人和动物关系的多样性 。 按照

生物分类法 ， 驯化动物和它们的野生祖先一般不是

被归入同一 “属 （genus）”下的不同 “种 （species）”，就

是区分了同一 “种 （species）”下的 “亚种 （subspecies）”。

这一分化在知识结构上首先给了研究者先入为主的

印象 ，导致后续的研究很难摆脱这一观念的桎梏 。 必

须声明的是 ， 我们并不是要彻底否定野生和家养的

对立 。 家养和野生的对立存在于先民观念中的可能

性 ， 同生物学分类意义上野生和家养的对立并不一

定存在必然的联系 。 家养和野生体现在种属上的对

立肇始于林奈的分类 。 之后达尔文的 《物种起源 》也

在开篇大幅强调了 “驯化动物 ”的概念輦輯訛。 擅自把 18、

19 世纪的概念挪用到古代 ， 势必扭曲古人对家养和

野生动物的理解 。霍徳 （Ian Hodder）在 《欧洲的驯化 》

（Domestication of Europe）一书中 ，也提出了 “家 （do-

mus）”和 “野 （agrios）”这两个概念在新石器时代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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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部的对立 輦輰訛 。 以土耳其的恰塔霍裕克 （Catal-

hoyuk）遗址为例 。 在动物方面 ，野牛的头骨或角被带

入居址 、装饰在墙壁或柱子上輦輱訛，驯化的过程通过象

征性的场域转换 （从野外到家内 ）得以完成 ，并不涉

及动物实质性的生理变化 。由此可见 ，同样的野生和

家养的对立 ，可以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两组定义上 ：现

代生物学意义上的对立由动物的生理变化定义 ；而

在新石器时代的恰塔霍裕克 ， 两者的对立只有联系

到空间的转换才得以形成 。

中国的家养动物分类 ， 同样面临着定义模糊的

问题 。 在现代汉语中 ， 驯化的动物也表述为家养动

物 ，家养动物又可以简化地由 “家 ”这一前缀来表示 ，

比如 ，驯化的猪就是 “家猪 ”，驯化的马就是 “家马 ”等

等 。无论是 “家 ”字上部象形屋顶 、下部象形动物的字

形 ， 还是汉代多出的上层为人类居址下层为猪圈的

陶器模型 ， 两者都暗示家养动物和人类似乎有着共

生的密切关系 。这给予我们提示 ，古代中国对驯化这

一动物类别的建立 ， 是否涵盖了共居同一屋檐下的

空间含义 ？ 这种从空间出发的解读恰好暗合了霍徳

对部分欧洲新石器时代遗址里驯化概念的认识 。 笔

者无意于妄下关于 “家养 ”定义的结论 。 通过呈现目

前存在的问题 ， 笔者旨在指出生物分类法中的动物

分类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对古代动物分类法的理

解 。

龙 、 麒麟等这类虚构的动物也在考古遗存中屡

见不鲜 。 这类由想象创造的动物超出了生物学分类

法的范畴 ， 要试图理解古人对它们的认识就必须还

原到古代的动物分类法之中 。 我们从研究者的角度

看 ，这些动物是古人想象的产物 ，并不真实存在 。 但

我们不能将自己的认知叠加到古人身上 ， 从而质疑

这些动物对他们而言的真实性 。譬如 ，红山文化出土

的玉猪龙的形象皆有猪和龙 ， 甚至是马的特点輦輲訛，模

糊了真实存在的动物和 “虚构 ”动物的界限 。 让我们

从自身的例子出发 ，我们通过电视节目 、图册杂志了

解到了生活在非洲大陆或亚马逊丛林里千奇百怪的

动植物 ，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可能一生都无缘亲眼见

到他们 。 这些遥远国度的动物和我们日常所见的动

物迥然不同 ， 若不是对电视图像的真实性和科学报

道的可靠性的信任 ， 我们何以确认这些闻所未闻的

动物的确真实存在 ？ 倘若古人也和我们面临着相似

的境遇 ，对于龙的事情 ，他们同样无法亲眼见证 ，只

能道听途说 ， 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了解这类动物的途

径不是电视或照片 ， 而是通过描述性的文字或手绘

的图片等材料 。 如果我们稍微承认古人认为这些虚

构的物种也是动物王国中的一员 ，那么 ，将这类动物

排除开外的生物学分类法便不足以全面诠释过去的

动物分类系统了 。

2.动物考古如何研究古代动物分类

动物考古研究的是古代社会中人和动物的关

系 。 既然动物分类法是人们对动物知识的认识和总

结 ，同时也指导着人们如何对待不同类别的动物 ，那

么 ，古代动物分类法自然属于动物考古的研究范围 。

遗憾的是 ，这一课题鲜有研究者问津 。除了以科学分

类法为中心展开的研究范式的主流导向因素之外 ，

研究古代动物分类方法的难点还在于方法论的缺

乏 。 当然 ，要弥补这一不足 ，必须从长计议 。 所以 ，我

们在此只能概略地提出古代动物分类的研究方向 ，

具体的研究方法还须日臻完善 。

其一 ， 对考古材料的解读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

者自身意识形态和知识结构的影响 ， 我们不可能全

然地规避先见 ，更何况正是这些研究者的 “先见 ”赋

予了考古材料解读的合理性 。因此 ，研究古代动物分

类法就要求我们不断清晰地出入于客位 （etic）和主

位 （emic）輦輳訛视角 ，即将生物学分类方法作为认识动物

骨骼特征的分析手段 ， 再将这些特征带入当时的相

关背景 （context），从而推测古人对动物的分类方法 。

因此 ，对背景 （context）的理解组成了重要的一环 。

“背景 ”，也有事情来龙去脉的意思 ，在这里有多层含

义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动物骨骼的埋藏情境 。埋藏情

境的信息包括 ，动物骨骼在遗址中的空间分布 、埋藏

的共存遗物 、骨骼的埋藏形式等等 。 梳理这些信息 ，

有助于我们理解 ，动物骨骼埋藏的形成动机和过程 。

埋藏过程的不同可能意味着人们处理方式的不同 ，

不同的处理方式又对应了动物的相应类别 。 以笔者

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为例 ，笔者发现 ，在新石器晚期

的瓦店遗址 ， 野猪和家猪的骨骼常常出土于同一个

遗迹单位 。幼年家猪反而和成年家猪进行了区分 ，分

别出土于不同性质的遗迹中 。笔者初步认为 ，在某些

特定的情况下 ， 以年龄为标准的分类方法比以生理

形态为标准的分类方法或许更被瓦店的先民所重视輦輴訛。

在古代文献中 ，也有类似的对年龄类别的强调 。例如

《说文解字 》区别了 “豕 ”和 “豚 ”，前者是大猪 ，后者

是小猪輦輵訛。 《尔雅·释兽 》中也提到 ：

豕 ，子豬 。 ，豶 。 幺 ，幼 。 奏者豱 。 豕生三豵 ，二

師 ，一特 。 所寢 ，檜 。 輦輶訛

可见 ，年龄似乎是古代重要的分类因素之一 ，而

驯化与否不曾提及 。当然 ，笔者并不是要排除瓦店先

民区分野生和家养的可能性 。 或许以年龄和以生理

形态为准则的分类方法在瓦店遗址同时存在过 ，但

反映在考古材料上 ， 唯有前者以物质遗存的形式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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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出来 。笔者推测 ，瓦店先民很有可能也通过生理

形态对动物进行区分 。 然而这种分类法或许并不需

要在生计生活中实体化 ， 抑或是由于各种埋藏原因

并未保存下来 ，总之 ，无法通过目前的考古研究得以

体现 。

人的行为在特定的背景之中才会变得有意义 。

不同的分类法也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 ， 才有意义 。

“背景 ”在第二层意义上指的就是这种行为发生时的

经济 、 社会和文化背景 。 理解过去事件发生时刻的

“背景 ”并没有特定的研究方式 ，重点在于对考古信

息的整合 。在瓦店的例子中 ，进一步分析遗迹单位的

性质 ，笔者还发现 ，按年龄区分的分类法往往只在房

址的奠基坑中实施 。这表明 ，以年龄为标准的分类方

法或许只适用于祭祀的场合 ， 而祭祀行为反过来又

以实践的可见形式强化了年龄的分类法輦輷訛。两者相辅

相成 ， 既确认了特定动物分类方法在何种背景和事

件中适用 ， 又通过这一系列行为具体呈现了该种特

定的分类方法并巩固了人们对它的认识 。

其二 ，除了关注动物遗存之外 ，结合其他物质遗

存和研究手段也能为动物分类提供线索 。 动物的体

格形态是区分不同物种最明显的标尺 。 除生理特征

之外 ， 还有许多其他的分类标尺可以在不同的民俗

分类法中找到 。寻找这些标尺 ，就需要借助骨骼形态

学之外的研究手段 。 同位素分析便是可利用的手段

之一 。骨骼的化学成分可以告诉我们动物的食谱 、迁

徙等信息 。 结合不同性质考古单位内出土骨骼的同

位素信息 ，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形态学之外的分类

标准 。 类似的食谱研究曾被应用到玛雅文化的家犬

遗存上 。 在贝利兹的科拉玛雅古城 （Colha, Belize），

出土于垃圾堆积中的家犬有着杂食性的食谱 。 特殊

埋藏单位 （比如窖藏等 ）中出土的犬骨同位素结果 ，

则显示了单一的 C4 植物信号 ，可能是人工以玉米饲

养的结果輧輮訛。 按照食性的不同 ，我们或许可以推测狗

在科拉被进一步分划出了两个子类别 。 这一研究给

了我们重大的启示 ， 类似的方法或许可以回答商代

家犬的分类问题 。 犬牲构成了商代丧葬礼仪的一部

分輧輯訛。 与此同时 ，家犬骨骼也经常在普通的地层和灰

坑堆积中被发现 ，很有可能是人们的饮食残余 。如果

能对不同性质遗迹单位内的家犬骨骼进行同位素测

试 ，我们便能知道是否存在两种类别的犬 ，满足不同

的功能 （比如祭祀和日常食用 ）需求 。 而这两个类别

需要通过饲养方式 ，而非生理特征 ，进行区别 。

鹿的分类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 。 传统上 ，考古遗

迹中出土的鹿均被视为野生动物 。然而 ，包括新砦在

内的一部分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里 ， 却出土了以种

植作物为食物来源的鹿的遗存輧輰訛。 当然 ，鹿可以通过

各种途径在非人为因素的影响下摄入一定数量的作

物 。但倘若存在人为的圈养行为 ，先民们又是如何认

识这部分人工饲养的鹿和野生鹿之间的关系呢 ？ 上

述新砦遗址同位素研究的鹿骨样本均採自于灰坑和

房址 ，我们很好奇 ，测试出土于不同类型遗迹单位的

鹿骨同位素 ，是否会呈现不同的食性特征 ？

需要强调的是 ， 动物分类法本身受到地域 、经

济 、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 ，不能一概而论 。因此 ，研究

它们也需要因循不同遗址 、 不同文化做针对性的个

案分析 。 以上提出的研究思路也旨在提供一部分参

考 ，更具体的研究方法还须不断在尝试中摸索 。

五 ． 结语

分类本身是方便人们认识世界 、 适应环境而设

计的归类方法 。不同的分类方法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

各自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体系 。 林奈的生物分类法为

科学研究服务 ， 着眼于厘清生物的进化谱系和相互

关系 。民俗分类法则与人类的生计活动 、社会文化息

息相关 。 这两者皆具各自的合理性 ，对考古研究都有

所裨益 ： 生物分类法为考古学家提供了解古生态环

境和人地关系的重要工具 ； 而古代的民俗分类是我

们剖析古代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 。 两者

并行不悖 ，可以相互补充 。

科学分类法已经成为动物考古研究重要的工具

之一 。 但我们常常将作为研究工具的科学分类法和

作为研究目的的古代分类法混淆起来 ， 前者是研究

者自身的知识储备 ， 后者是研究者借由自身的知识

对古代先民如何分类动物作出的理解 。 研究者不可

能完全摆脱自身的知识框架 ， 我们尽量能做的是不

断提醒自己认知的局限 ，从而恰当地活用它们 ，将它

们作为研究过去的有力工具 。 本文的目的与其说是

倡导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 ， 不如说是对学科提出反

思 ：反思科学分类法在给予动物考古优势的同时 ，又

在哪些方面给我们理解古代动物分类法带来约束 ；

反思我们如何恰当地定位 “科学方法 ”和考古研究的

关系 。

古代的动物分类并不仅仅是关于古人如何思考

的抽象问题 。 我们已经在上述例证中看到 ，人们对动

物的认识处处影响着人们对待动物的方式 。 对古代

动物分类的研究也不仅限于具体的动物如何归类 ，

类别的划分通过何种形式进行巩固 ？ 同一社会中不

同人群对动物的分类有何不同 ？在整个分类体系中 ，

人又被定位在哪个位置 ？ 这些都是古代动物分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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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问题 。 目前的考古研究或许无法一一解答这

些问题 。笔者希望仅以本文为契机 ，将古代动物分类

的相关问题带入考古的视角 ，一方面 ，反思动物考古

研究范式的自身局限 ；另一方面 ，不断探索新课题 、

新手段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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